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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长期政策实施过程中调整政府行为与优化政策设计，以提升公众
对政策的评价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体现。本文从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两个层面探
索政策实施中的公众政策评价的形成与影响机制。基于清洁取暖改造政策情境
的联合实验设计，本文对北方某一地级市的农村居民开展实地入户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证实了政府回应可以显著提升公众政策评价，个体政策收益的利他、
互惠、利己维度在促进公众政策评价的正向影响方面呈现由低到高的谱系。在
影响机制方面，政府回应增强了政策利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呈现出
与政策收益之间的互补效应；政策执行时长、信息获取、政府信任等因素均会
调节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政府基于动态政策评估及时
识别公众政策评价，并结合评价来改善执行过程中的治理行为与方式，是促进
公众满意与可持续治理的潜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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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在于各项政策能被有效地贯彻实施，并在长周期中

取得令群众满意的效果。这不仅要求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被相对无偏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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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蕴含着动态变化的公众意见与评价得到关注。结合阶段性、迭代性的评估工
作对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优化，是政府提升公众政策支持的有效方式，
对走向深水区的各项改革而言也极为关键。因此，关注政策实施中的公众政策
评价，理解公众政策评价的形成与影响机制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公众政策评价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领域。在行为公共政
策研究中，学者基于气候变化、新兴技术、能源环境领域，探索了政策接受度、
政策支持等话题，并涉及对政策评价的讨论（郭跃，２０２０；Ｂｅｒｎ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Ｈ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在近期的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研究中，相关争论指向
了公众政策评价这一研究对象：一是政策执行理论集中于探讨代理人职责和影
响执行的行政元素（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 ＆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９；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９），忽
略了执行代理人回应目标群体诉求的灵活性（赵静，２０２２；崔晶，２０２２；Ｚｈｕ ＆
Ｃｈｅｒｔｏｗ，２０１９）与执行中公众态度的历时变化（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Ａｒｃｅｎｅａｕｘ，２００５）。
二是在政策反馈效应驱动下，公众政策评价既是公民参与的体现（翟文康、邱
一鸣，２０２２），也是政策影响政治理论链条中的一环，有益于下一段政策设计与
改进。

与此同时，政策实践部门也面临着公众多元的政策态度和可变的政策评价
等现实挑战。随着公众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多元化，公众动态且差异化的反馈
增加了政府实施与优化政策的难度，多维度的政策收益影响了全社会政策评价
的综合构成，大量政策领域存在部分群体须直面利益受损的情况。于政府而言，
增强公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核心难题。如何从政策目
标群体的微观认知与行为角度出发，研究公众对政策实施在政治、经济、社会
全维度中具有变化性的评价，分析既有政策收益对政策评价的潜在影响，探讨
公众对改革的理解与遵从，等等，均是公共政策实践界有待探索的问题。

公众政策评价是公众对亲身直接的“政策”经历的评价（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９；
Ｆａｖｅｒｏ ＆ Ｋｉｍ，２０２１）。有关公众政策评价的研究可归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
公众在评价政策时会建立在衡量政策实施对自身收益影响的基础上（Ｌü，２０１４；
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政策收益涉及政策干预对个体产生的各类潜在收益组合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０）。第二类研究则认为公众在体验与政策实施、利益交付相关
的各类行政程序后，会基于获得的满足感，尤其是政府的回应来评价政策
（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Ｈｅｒ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那么，究竟是政策收益还是政府回
应，抑或是两种因素共同影响着公众政策评价的形成？在既定政策设计下，不
同群体对政策收益和政府回应有感知差别，尤其是当政策目标群体承担较大的
政策负担或经历损失时，政策实践者须理解公众政策评价的偏好构成，并在实
施中不断调整执行策略以获得支持。本文将构建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的统一框
架来识别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机制，并试图回答如下实践命题：如何在政策执
行中及时有效地吸纳公众的政策评价，调整政策执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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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场域方面，本文选择清洁能源转型，原因有二：一是清洁能源转型
是典型的再分配政策，部分居民须承担能源转换成本，但相关环境健康收益则
由更广泛群体获得。政策评价往往受到公众多种政策收益偏好的影响。二是清
洁能源转型实施过程较长，执行者与目标群体接触较多，可更好地考察执行特
征。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选择采用实地入户的联合实验问卷形式。通过构造
虚拟政策评价方案，研究将多元的政策收益和政府回应等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
要素一并纳入进行因果效应识别。这不仅更加符合客观世界中的个体偏好共存
情况，也能够有效地避免传统观测研究中因社会期许偏误而引起的测量误差
（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不仅政府回应显著提升了公众政策评价，而且利己、
互惠与利他等政策收益也显著提高了公众政策评价，并呈现出由高到低的谱系。
同时，存在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互补机制：政府回应显著增加政策收益中利他
收益对于政策评价的作用。部分影响个体认知的因素会调节政策收益对于公众
政策评价的影响，如政策执行时长、信息获取、政府信任等。本文结论在再分
配政策、执行周期长且执行复杂度高的政策领域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构建
公众政策评价一般指公众关于政策实施的主观信念、态度与判断（Ｊａｍｅｓ，

２００９；Ｆａｖｅｒｏ ＆ Ｋｉｍ，２０２１）。在传统公共行政中，学者采用公众评价概念指代
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其中，政府实际绩效产出、公众对政府的预期、公众
满意度等相互关系构成了公众评价的概念谱系（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２００６；Ｐｏｉｓｔｅｒ ＆
Ｔｈｏｍａｓ，２０１１；Ｈｊｏｒｔｓｋｏｖ，２０２０）。相比公众评价的宽泛对象，公众政策评价往
往是公众基于“政策”经历而得出。事实上，行为公共政策的研究者们对涉及
大范围目标群体政策的受众反馈和行为较为关注，并聚焦于公众接受度、政策
支持等理论研究和探索有益的助推策略（胡赛全等，２０２２；张书维，２０２２）。但
是，公众政策评价尚未成为一个单独的理论研究对象。

近年来，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一方面，政策内容
设计会塑造公众的偏好和利益感知进而影响公众政策评价。例如，政策反馈理
论强调政策对行为产生长期影响，并存在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３）。尤其是解释效应阐明了政策承载的信息会影响到公
众对政策议题的认知，进而改变态度与行为（郭跃等，２０２１）。另一方面，政策
实施过程中的政府行动会塑造公众对政策的理解以及采取的行动（Ｍｅｔｔｌｅ ＆
Ｓｏｓｓ，２００４）。具体而言，直接经历的政策收益和执行中的政府回应影响公众政
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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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收益与政府回应
１ ． 政策收益
个体对于某种政策效果的评价，往往基于能否从过去及正在进行的政策经

历中获得的各类政策收益来判断。其中，利己（直接政策收益）、互惠（可享受
边际溢出或非直接收益）、利他（对社会其他人收益）均会塑造公众政策评价。

首先，个体对政策收益最直接的理解是自身的经济收益。传统观点认为，
个体关心的核心政策收益是政策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或者政府对政策负担进行
的补贴（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５）。相较于政策收益，个体因“损失厌恶”而对潜在的损
失反应更为剧烈（Ｔｈａｌｅｒ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如在福利政策的研究中，有学者发
现经历福利受损的人群会存在消极偏见并显著影响政策认知与政治参与（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虽然政策对个体经济利益的影响会在第一时间影响公众政策评
价（Ｈａｙ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但个体存在认知局限和偏误，并不总能准确判断自身
在经历某些政策后的收益变化情况（Ｒａｃｈｌｉｎｓｋｉ ＆ Ｆａｒｉｎａ，２００１；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１）。
仅当公众特别考虑自身利益或在政策中利益特别高时，其经济利益才更有可能
直接在评价中得到反映（Ｃ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其次，个体对政策收益的理解会根植于社会规范与价值。在现实中，人们
可能会选择更有意义和价值感的职业，而非赚钱更多的工作；人们会不愿意购
买在污染环境、损害劳工权益等情况下所生产出的廉价产品（Ｂｅｃｈｔ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尤其是在贸易领域，个体对政策收益的理解愈加复杂。例如，先进工业
国家的民众会支持农业贸易保护和接受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其原因在于民众会
有意识地保护就业和同情农民（Ｎａｏｉ ＆ Ｋｕｍｅ，２０１１），甚至因个体“不平衡厌
恶偏好”会导致一些低收入、低技能的密集型产业反而得到较高贸易保护（Ｌü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最后，个体受社会规范的内化影响存在互惠（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和利他（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收益倾向。除了关注自身利益，个体存在愿意为公平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
（Ｆｅｈｒ ＆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９；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 Ｇｃｈｔｅｒ，２０１０），或既关心自己利益也关
心他人福祉的情况（Ｌü ＆ Ｓｃｈｅｖｅ，２０１６），这常被称之为互惠和利他。互惠是指
大众普遍愿意回报恩惠和报复不友好的行为（Ｆｅｈｒ ＆ Ｇｃｈｔｅｒ，２０００），如公众
在愿意相信他人为公共物品贡献时自己也会贡献，降低了“搭便车”风险，稳
定了对他人合作的期望。利他是个体对公共物品供给的贡献和捐赠行为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１９９０），其意味着人们不仅可以从增加的总供给中获得效用，还能
从捐赠行为中获得效用。在公共物品供给和气候变化领域，学者们发现存在公
众利他和互惠行为（Ｍｉｌ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且社会规范会和利益一起共同对个
体政策支持产生影响（Ｂｅｃｈ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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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执行中的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是政府或者官员采取政策措施以回应民众的需求和偏好。中国地

方政府具有回应性已是近年来学界实证研究的共识结果（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尹
恒、杨龙见，２０１４）。但地方政府回应呈现选择性特性，由当地公民提出的、集
体表达的、集中在单一任务问题上且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请求更有可能得到
回应（Ｓｕ ＆ Ｍｅｎｇ，２０１６；孟天广等，２０１５）。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民生领域
也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回应民众的典型政策领域，如地方政府的回应会受到民众
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具有典型的回应性外溢现象（唐啸等，２０２０）。

目前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来源，但鲜少分析政府回应如何改变
公众对于政策的评价。研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公众政策诉求无疑是重要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各类与政策有关的回应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公众对政策的积
极评价与肯定。地方政府政策回应对公众个体意愿与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Ｎｉｅ ＆ Ｗａｎｇ，２０２３），如政策回应提升了流动人口定居的意愿（陈济冬、徐慧，
２０１９），政府回应与公众需求相结合增强了公众技术接受度（Ｇｕ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甚至当公众期待超过政府能力时，表演式治理也可塑造公众的绩效印象
（Ｄｉｎｇ，２０２０）。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回应对塑造公众政策评价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公众拥有有限的政策信息，对政策的
潜在后果存在担心。政府及时有效地回应公众的政策关切，有助于减少公众感
知的不确定性，减少对政策的疑虑和不遵从。政府及时与公众沟通，还更能使
公众感知到政府的表现（Ｙａｎｇ ＆ Ｈｏｌｚｅｒ，２００６），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积极
的评价。此外，政府回应有助于政府内化公众偏好，及时满足公众需求，提高
公共服务绩效（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Ｔａｒａ，２０２２）。

基于既定政策设计下的政策收益影响公众对政策的看法，以及公众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的治理经历，尤其是政府的有效回应将影响公众的政策评价，本文
提出核心的研究假设。

假设１：政策收益和政府回应有助于改善公共政策评价。
（二）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机制
在给定设计下的政策收益时，现实中如何增强公众正面的政策评价？为回

答上述问题，研究进一步探索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具体机制。
首先，在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对于公共政策评价都有正向影响的情况下，两

者对公众政策评价影响是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本文假设政府回应可在一定程度
上通过增强政策收益来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称之为执行中的“互补效应”。完善
的制度有助于约束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责任。积极的制度建设有助于保障公平
正义，为民众提供保障自身利益的制度渠道，提高政府合法性（Ｗｈ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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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良好的制度约束还有助于减少腐败，使政府更公平合理地在不同人群中
分配政策成本和收益，进而提高公众政策支持和评价。

其次，政策收益与政府回应对公众政策评价的作用会受到何种因素的调节？
影响民众个体态度的一些变量会对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在影响公众政策评价方
面产生调节作用。

第一，政策执行时长是公众政策评价影响因素的重要调节机制。公民接触
理论认为公众与政府执行过程接触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和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合
法性（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２００６）。随着执行时间的增加，公众的政策效果认知更为全
面，则可能做出理性的政策评价。但随着政策经历时长的增加，公众也会对个
体自身利益更为敏感和关注，而互惠他人的偏好降低。在本研究的场域中，清
洁能源政策需要民众承担一定的安装和使用成本，随着政策的持续实施，民众
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政策成本。高政策成本可能会削弱民众的互惠或者利他偏好，
增强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关注。本文假设政策经历时长可调节政府回应和政策收
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称之为政策执行“经历效应”。

假设２：政策经历时长导致互惠或利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影响减弱，利己
收益增强。

第二，政策信息是影响公众行为与评价的关键要素。政策信息宣传可增强
公众对政策改革本质意图与战略含义的理解，让公众更多地从利他和互惠等公
平性和间接利益视角思考政策问题和多维度政策收益，进而削弱政策利己收益
的作用（Ｐｏｒｕｍｂｅｓ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大量研究证明居民支付意愿与政策评价取
决于个体的意识（Ｋｒｅ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而增加信息的供给在改变居民的意识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Ｊａｌａｎ ＆ Ｓｏ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８），尤其是环境健康问题的信息披
露或宣传方面。例如，学者们证实了在清洁能源、洁净饮用水政策实施中信息
干预对公众追求间接健康收益，忽略经济利益与能源负担方面的积极作用
（Ａｆｒｉ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Ｈａｎ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由此可见，政策信息宣传在削弱利
己偏好对政策支持方面有相对明确的研究结论，但其是否增加了互惠收益或利
他收益对公众评价的影响，学界并未有明确证据。此外，在信息宣传的不同类
型与方式中，诉诸权威被证明是一项有效的说服性策略（Ｂｕｃｃｈｉ，２０１７）。诉诸
权威指通过援引权威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来影响被说服者（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４），政治新闻则是一类典型的权威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并称之
为执行中的“信息效应”。

假设３：接受政策信息宣传可削弱政策利己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作用。
第三，个体的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重要调节机制。政府的可信

承诺能够让公众建立对政府行为、多级政府互动关系、政府回应等的稳定预期。
同时，更高程度的政府信任感能够令公众对政策收益具有多元理解，尤其是对
全社会共同负担公共产品具有稳定判断（Ｃａｒｌｉｎ ＆ Ｇｒｅｇｏｒｙ，２０１３），对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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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当性有更好的支持（Ｌｅｖｉ ＆ Ｓｔｏｋｅｒ，２０００），有更高程度的政策遵从，有更
强的意愿与政府合作。当公众对政府越信任时，其就越可能会超越对政策利己
收益的单一考量，接受互惠收益和利他收益，并表现出对政策的积极响应。因
此，政府信任可提升政策利他收益和互惠收益在公众政策评价影响中的正向影
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政府信任可提升政策利他、互惠收益在公众政策评价中的正向作用。
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机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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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机制
注：黑色箭头代表的是交互作用或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政策选择
本文选取２０１７年开始实施的北方清洁取暖改造政策作为研究情景，主要原

因有二：第一，政策实施采取分批次、分步骤进行，涉及较长的一个改造执行
周期和居民用能转换期，可观察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第二，政策收益表现
丰富。政策目标群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历在经济成本上的政策负担，但又在
环境健康、劳动机会等方面获得一定的间接收益，并给非目标群体带来较大的
福利改善。这符合同时观察利己、互惠、利他等多种政策收益的研究需求。

近年来我国环境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这一主要空气污
染物的降低①。为此，国家开展了积极的环境治理行动，包括中央推动的系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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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通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计划在５年内将中国北方地区、
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浓度分别降低２５％、２０％与１５％。２０１４年，
中央正式提出“向空气污染宣战”，首次将ＰＭ２ ５认定为主要污染物。



境制度建设，以减少地方保护主义与政策执行不到位①，以及地方政府落实的严
厉环境管制措施（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Ｖａｎ ｄｅｒ Ｋａｍｐ，２０２０）②。虽然多项空气污
染指数得到显著优化，但是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并不稳固，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秋冬季的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针对民用取暖这一北方冬季的主要空气
污染源，多地政府实施综合治理举措，包括设立禁煤区，取消散煤交易市场，
推行煤改电、煤改气等，并结合棚户区改造进行供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２０１７年，我国在北方１４个省份及部分地区实施清洁取暖改造规划，希望在
２０２１年之前实现７０％的农村居民冬季取暖采用清洁能源③。该政策的实施对我
国空气污染防治、居民部门用能结构改善方面意义重大（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但是，清洁取暖改造的政策实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讨论，包括政策的实际
效果、经济可持续性、社会政治影响等。尽管地方政府部分补贴了清洁取暖设
备购买与清洁能源使用，但参与改造的农村居民仍然承担了相较以往更昂贵的
取暖成本。同时，环保意识与受教育水平限制了部分居民对清洁能源转型健康
收益的准确感知。例如，Ｚｈａｏ等（２０２１）调查分析揭示，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地
区的已改造家庭平均支付意愿为８６０元，未改造家庭的平均支付意愿为７３２元，
远低于实际的家庭使用支出；５７％的家庭对清洁取暖改造持可接受态度，但仍
有一定比例（１７％）家庭对改造不满意，其主要原因为使用成本太高而政府补
贴不足。

（二）实验设计
在社会情境中，个体面对敏感议题可能倾向于表达符合社会期许的观点和

态度，从而隐瞒其真实的偏好，产生社会期许偏误（Ｂｅｒｉｎｓｋｙ，２００２；Ｃｈｕｎｇ ＆
Ｍｏｎｒｏｅ，２００３）。在问卷类的观测研究中，受访者的社会期许偏误会引起一定程
度的测量误差，尤其是主观态度和评价的测量。联合实验是一种有效减少社会
期许偏误，并真实地揭示受访者偏好和态度的方法（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Ｎｅｄｅｒｈｏｆ，１９８５）：一是联合实验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个体决策过程，受访者需
在多重的特征属性中选择偏好的方案。二是联合实验要求受访者在两个假定的
方案中作出选择，且方案具体特征变量随机生成、相互独立，这令变量的因果
效应可被估计（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因此，本研究运用联合实验方法评
估政策实施特征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效应。

·０４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４

①

②

③

具体包括：加强中央对地方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成立中央环境督查组，建立统一
的国控检测站点实时监测地方空气质量情况等。环境绩效在属地责任和干部考核体系中也逐
渐占有更大的权重，“一票否决制”被用来推动地方领导干部积极实现空气污染控制目标。

如搬迁工业设施与限制高耗能企业审批、强制关停高污染行业、限制私家车的使用、
禁止农业秸秆燃烧、整顿大型建筑工地、打击夜市摊点等。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１ ． 因变量测量
针对本实验的因变量公众政策评价，本研究设置了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

是对政策效果方案的选择。本研究请受访者在两组潜在的政策效果方案中作出
更倾向的选择：“下面两个可能出现的政策效果方案，长期而言可能会有不同的
政策效果，您比较倾向哪一个？”受访者对于政策方案的选择反映了其内在评
价。作为稳健性检验，本研究设置受访者对政策效果方案的支持度作为第二种
因变量测量。其为１ － ５量表，从很不支持（１）到很支持（５）。
２ ． 自变量操作化
本实验以清洁取暖改造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特征变量作为核心

自变量①。基于实验前的实地访谈和入户前测，本研究获得政策执行所涉及的具
体细节并设计政策效果方案。在联合实验中，受访者对应的政策特征取值、政
策特征的顺序等采取随机生成方式，并通过调研员随机取用的方式实施。表１
为主要变量特征及其数值。其中，政府回应性指政府能够在执行中有效回应公
众的政策诉求，其测度采用“未来预期，政府能及时回应村民针对清洁能源使
用的建议和需求”。该变量为虚拟变量，数值“１”代表有政府回应，“０”代表
无政府回应。

表１　 主要政策效果方案构成的变量特征
变量 特征 数值

政府回应性 未来预期，政府能及时回应村民针对清洁能源使用的建
议和需求 能／不能

政策收益———利己未来预期，政府对清洁能源每年使用补贴（用电、用气
和用热的每户使用费补贴）

０元／ １０００元／
２０００元／ ３０００元

政策收益———互惠清洁能源改造后，村民外出打工就业机会 显著增加／没有变化
政策收益———互惠清洁能源改造后，当地县城的空气质量 明显好转／没有变化
政策收益———利他清洁能源改造后，首都的空气质量 明显好转／没有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研究采用多个政策特征变量测度个体政策收益光谱，包括利己、互惠、
利他三种形式。其一，利己收益表示政策收益具有排他性，能够完全被个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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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别于大部分有关政策评价的事后或事前研究，本研究是基于事中评估，即在执行
过程中的评估。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有更多了解，但是由于还在政策执行初期，对潜在的效
果并未有完整和全面的认知。例如，清洁取暖改造的全国分阶段改造时期规划为５年，未来
的能源转换使用周期更长。



获得。本研究用政府对清洁能源使用的年度户均补贴数额来测度利己收益。补
贴数额越高，代表居民从政策执行中获得的实际收益越大。依据实地调研中获
取的真实补贴情况、长期使用花费、支付意愿等信息①，问卷设置的政府使用补
贴包含了四个数值：０元，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

其二，互惠收益类似于俱乐部公共物品，意指政策收益能够被个体所在的
区域内的居民所享有，或以间接形式享有。本研究以清洁能源改造后能否显著
影响当地居民外出打工就业的机会，以及改善当地县城的空气质量等两种方式
来测度互惠偏好。首先，能源转型的社会收益问题，如劳动力释放、时间节省、
家庭劳动分工改变等逐步得到证实（ＭａｃＲａｅ ＆ Ｗｈ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８８；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Ｋｒｉｓｈｎａｐｒｉ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②。在实际调研中，研究团队也发现清洁
取暖的便捷性让居民无需居家守候炉火，增加了其冬季外出打工的潜在可能性。
其次，当地政府频繁宣传清洁取暖改造对地区空气污染的改善效应和个体健康
收益，这让居民能够理解改善的环境与健康收益。当然，外出打工机会并非对
每个受访个体产生直接影响，而县城空气污染对个体的影响相对均等。

其三，利他收益意味着居民并不直接从政策执行中获得物质收益，却愿意
为他人付出成本。清洁取暖改造可改善其他地区居民福祉，如有助于改善首都
等其他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但是当地居民却承担了部分经济成本。在本实验
中，问卷以清洁能源能否改善首都空气质量来测度个体的利他收益③。在研究的
主问卷分析中，作者发现绝大多数居民都对清洁取暖改造的政策情境有一定的
了解，并对气候变化与首都空气污染情况有客观的认知，尤其是对国家实施空
气污染攻坚战的知晓。鉴于调研地与首都的空间距离较远，以及居民对空气污
染知识有限，本研究在设置政策特征变量时，不考虑本地空气质量与首都空气
质量存在的潜在联动性。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北方典型地区（某地级市）展开实地入户问卷调查。该地级市

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大气污染防治主战场，是２０１８年入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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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研究团队进行了入户前测和访谈，获得了大致的使用成本和补贴
费用区间。清洁取暖改造每户获政府的使用补贴大约为１０００元／年，各地区有差别。老百姓
认为长期使用成本在３０００元／年左右，各户因人口数量和使用面积有差别。因此，研究设置
了从０ － ３０００元的等距补贴区间作为变量特征赋值。

例如，海地供水基础设施改造节省了女性外出打水时间，增加了当地妇女就业和受
教育机会；印度、越南等地炊事灶具的改善与清洁燃料的使用带来劳动时间的节约与家庭劳
动的重新分工。

本文测度的并非利他意愿（愿意为首都空气做贡献），而是个体认为的利他结果（对
首都空气做了贡献）。



批国家清洁取暖改造政策试点城市。该市在空气静稳天数、零度值与气温条件、
采暖方式丰富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中值代表性。鉴于清洁取暖在人口密集地
区实施才具有经济价值，本研究依据政府清洁取暖政策规划与现实进展信息进
行科学地分层抽样①。研究通过抽样选取了６９个人口密集的乡镇，从中随机选
取了１３６个已经开始执行清洁取暖改造政策的村庄，每个村庄随机选取８个农
户展开调查，并主要由户主来完成问卷。经过对调研员（掌握方言的当地大学
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后，团队选择在２０１９年２月春节后进行实地问卷调
查，先进行基本问题调查，再进行实验问题调查，最终获得了有效问卷８４３份。
被调查农户均已经开始安装煤改气／电的设备，并执行清洁取暖改造政策，但开
始改造时间点不同。在调查中，农户完成了两轮的联合实验，在每一轮的联合
实验中包括了两个政策效果方案。最终，本文分析的有效样本是３３７２个②。

表２呈现出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变量。整体而言，当地村民收入水平相对较
低，家庭年净收入平均２ ３４万元，家庭人均年收入０ ９９万元。根据当地２０１８
年的统计公报，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１ １６万元。本文研究调查对象的收入
接近于全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人口代表性。

表２　 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数（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８２１ ５０ ４８６ １２ ６８９ １９ ８９

性别（１男性；０女性） ８４３ ６４ ３０ ０ ４７９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８４２ ２ ９９３ ０ ８７９ １ ６

家庭年净收入（单位：万元） ８３６ ２ ３４１ ２ ４３８ ０ ２０

中共党员（１是；０否） ８４１ ８ ２０ ０ ２７５ ０ １

地方政府信任 ８３４ ３ ８０１ １ １５４ １ ５

政治新闻频率 ８３４ ３ １７６ １ ７４５ １ ６

政策执行时长 ６９７ ２７ ８３ ０ ４４９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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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利用全国农村人口密度７０百分位数线的阈值作为抽样基准（１８４人／平方公
里），划定出在未来１—５年具有较大改造可行性的乡镇范围。当地共１５１个乡镇中有６１个乡
镇进入样本池，并按照乡镇人口比例确定每个乡镇应抽取的村庄数（乡镇人口每超过７ ５万
人抽取１个村庄）。结合政府已改造村庄信息，利用分层抽样方式抽取。

本文设计的各种政策特征的组合共计６４种，分析样本远大于政策特征组合数量。



（四）实证模型
在联合实验分析中，研究采用线性模型，估计每个特征变量对于具体政策

效果方案被选择的平均边际成分效应（ＡＭＣＥ）。线性回归易于被估计和解释，
经常被用于实验类研究的效果估计（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具体公式如下：

Ｙｉｔｐ ＝ α０ ＋ ５

ｊ ＝ １
Ｄｊ

ｋ ＝ ２
α ｊｋ Ｘ ｉｔｐｊｋ ＋ ε ｉｔｐ （１）

其中，Ｙｉｔｐ是因变量，为虚拟变量，表征在轮次ｔ中，个体ｉ是否选择政策效
果方案ｐ。如果个体选择这一政策效果方案，数值是１，否则是０。Ｘｉｔｐｊｋ是虚拟变
量，ｊ代表政策特征，在本实验中有５个潜在的政策特征变量，包含政府回应
性、政府使用补贴、当地空气质量改善、当地就业机会增加，以及首都空气质
量改善。ｋ代表特定政策效果特征的数值，Ｄｊ表示政策效果方案ｊ中指标的数目。
ε ｉｔｐ是标准误。本文分析的单位是方案。由于每个受访者参与了两轮的联合实验，
每一轮实验中又包含了两个政策方案，最终的样本数目是受访者数目的４倍。
在回归模型中，研究估计了个人层面的聚类标准差。

四、实证结果

（一）主要结果
１ ． 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
联合实验的估计结果见图２。估计系数表明，如果政府能有效地回应公众的

需求和建议，公众对清洁取暖改造的政策评价会提高１４ ２％。在政策收益方面，
利己收益与利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呈现出由高到低的谱系。首先，
政府的使用补贴会显著增加公众政策评价，补贴金额越高，公众政策评价的增
幅越明显。相比没有补贴收益，政府如果每年补贴农户３０００元，会提高他们对
清洁取暖改造政策方案评价４３ ２％。进一步地，当地空气质量的改善和当地就
业机会的增加，对当地农村居民有正向的互惠收益。这种互惠收益会显著增加
农户对于清洁取暖改造的政策评价。比如，当地空气质量改善增加了１４ ９％的
政策评价，就业机会增加提高８ ９％的政策评价。此外，首都空气质量改善，对
于公众对清洁取暖改造政策评价有显著正向作用，提高４ ５％的公众政策评价，
但估计的系数小于利他和互惠。整体而言，公众在政策实施中首先在乎自身利
益的改善，其次是互惠收益。利他收益也会提高他们对政策的评价，但幅度相
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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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要结果：政策效果特征与公众政策评价
注：本图为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圆点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在控制

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党员等变量下，使用公众对政策方案支持度（１ － ５
量表）作为替代结果变量后，本研究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稳健性检验
联合实验需要满足稳定性和无顺序效应两个基本假设。首先，稳定性假设

指估计结果在不同的任务中稳定。在本实验中，调研员请受访者完成了两轮的
联合实验，选择相应的支持方案效果。在表３的子样本回归中，第１列和第２列
分别呈现了基于第一轮和第二轮实验的估计结果。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特征
变量对于公众政策评价都有正向和显著的作用，估计结果满足稳定性假设。其
次，无顺序效应假设指政策方案的顺序不会对受访者的选择和偏好产生影响。
在每一轮政策方案中，调研员都请受访者在两个政策效果方案中选择，代表了
其对政策的评价。表３的第３列、第４列分别呈现了第一个、第二个政策效果方
案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之类似，潜在政策效果特征对于政策效果方案的评价
选择都有正向显著作用。在第５列，本研究使用全样本回归，并控制了轮次和
方案的固定效应，结果依然稳健。这些结果表明，轮次顺序和方案顺序并没有
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实验满足了联合实验的两个基本假设。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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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方案偏好 方案偏好 方案偏好 方案偏好 方案偏好
第１轮 第２轮 方案１ 方案２ 全样本

政府使用补贴
　 　 １０００元 ０ １５７ ０ １３９ ０ １２６ ０ １６８ ０ １４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３）
　 　 ２０００元 ０ ３１２ ０ ２８８ ０ ２８８ ０ ３０５ ０ ２９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３）
　 　 ３０００元 ０ ４５２ ０ ４４３ ０ ４６０ ０ ４２８ ０ ４４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３）
政府回应性 ０ ０６６ ０ １５７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当地空气质量改善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３ ０ １３９ ０ １６４ ０ １５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当地就业机会 ０ １０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首都空气质量改善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方案与任务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１ ５７５ １ ５９４ １ ５８５ １ ５８４ ３ １６９
Ｒ２ ０ １５４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４ ０ １５４ ０ １６０

注：政府使用补贴是以０元对照。括号内为个人层面的聚类标准差。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二）交互作用与调节机制
为了进一步探究政策特征效果的异质性，本文借鉴Ｌｅｅｐｅｒ等（２０２０）方法，

估计政策特征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具体公式如下：
Ｙｉｔｐ ＝ α０ ＋ ５

ｊ ＝ １
Ｄｊ

ｋ ＝ ２
α ｊｋＸ ｉｔｐｊｋ ＋ γ ｉＭｉ ＋ ５

ｊ ＝ １
Ｄｊ

ｋ ＝ ２
β ｊｋＭｉ × Ｘｉｔｐｊｋε ｉｔｐ （２）

其中，Ｍｉ代表调节变量或分组变量。β ｊｋ是调节变量和政策特征变量的交叉
项的估计系数，代表了平均边际成分效应（ＡＭＣＥ）的组间差异。本节的经历效
应、宣传效应和经历效应都采用这一模型估计。互补效应则是政策特征变量之
间的交叉效应。
１ ． 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的互补效应
为了回答政府回应是否会增进或者削弱公众不同政策收益水平对于其评价

的作用，研究以政府回应性和主要政策特征变量做交叉回归分析。图３呈现了
交叉项估计的回归系数①。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与政府回应的交叉项不显著，表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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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在正文中包括原始的回归表格，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明当政府回应并未明显增加政府补贴对政策评价的作用。与之类似，当地空气
质量改善和政府回应性的交叉项不显著，当地就业机会和政府回应性的交叉项
不显著。但首都空气质量改善和政府回应性的交叉项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当有政府回应性时，首都空气质量改善更会促进老百姓对于政策效果方案的
正向评价。以上结果说明，利他收益在有政府回应时，更容易促进公众政策评
价。作为一种交换，政府对于清洁取暖改造政策执行的有效回应，能够促进利
他收益感知对于公众政策评价的作用。政府回应虽然没有显著增加利己收益对
公众政策评价的作用，但显著增加了利他收益的作用。

�*=B

��/!BF

����

NF/!BF

��� ��� � �� ��
'���0��E�+��

�����f�����

�����f�����

�����f�����

��/!BFf�����

����f�����

NF/!BFf�����

图３　 交互作用：政府回应性
注：圆点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经历效应
政策执行具有历时性，意味着公众对于政策执行的感知和评价，可能依赖

于政策执行的周期与时长。政策实施中目标群体会通过个人经历与学习来判断
政策效果，并由此产生政策评价与反馈。当政策执行时间越长，公众对于政策
效果的认知越丰富，可能会作出更为全面、理性的政策评价。鉴于清洁能源改
造政策执行周期较长，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政策执行时长作用的契机。调查设置
了问题以询问受访者家中开始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时间。被调查城市最早从
２０１７年开始执行清洁能源改造政策。基于此，我们将受访者分为两组。政策执
行时间长的组为２０１７年开始清洁能源改造，意味着在接受调查时已经历了两年
的政策执行周期。政策执行时间短的组是２０１８年开始清洁能源改造，在接受调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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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时已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政策执行周期。
研究估计了政策执行时长与政策特征的交叉效应。图４ （ａ）呈现了在９５％

的置信区间内估计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首先，政策执行时长与政府回应性、
政府补贴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向，但并不显著。其次，政策执行时长与当地空气
质量、就业机会和首都空气质量的交叉项为负向，尤其是政策执行时长与就业
机会的交叉项９５％的置信区间显著。说明政策执行时长会削弱公众在政策评价
中的互惠收益考虑。由于在清洁能源政策执行中，公众需要承担清洁能源使用
的成本，可能会使得他们降低互惠收益和利他收益考虑，呈现出更强的倾向利
己收益。在此，本研究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３，并得到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在
长期的政策实施中应做好精细化的政策执行管理，尤其是关注政策宣传和政府
回应的行为并非仅是在政策实施前期。
３ ． 宣传效应
公众对政策的意识和感知是政策影响民意的重要渠道。公众政策感知主要

来自于媒体的广泛报道。政策信息宣传可让公众理解政策改革的本质意图与战
略含义，更多地从多维度思考政策问题。在信息宣传的不同类型与方式中，来
自政府的权威政策宣传会加强公众对于政策决策、执行和内容的认知，甚至起
到说服作用。在调查中，调研员通过从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收看政
治新闻的频率来测度受访者对于正面政策宣传的感知和意识。政治新闻的频率
从“从不收听”（０）到“每天几次”（５）变动。

本研究估计了政治新闻频率与政策特征的交叉效应。图４ （ｂ）呈现了在９５％
的置信区间内估计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政治新闻频率与政府高额补贴（３０００
元）的交叉项为正向且显著。表明当公众频繁接受政策宣传信息时，对于同等数
额的政府补贴，公众会有更为积极的政策评价。政策宣传可能会削弱公众在政策
评价中对自利收益的依赖。但政治新闻频率与其他变量的交叉效应并不显著。
４ ． 信任效应
政府信任会显著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降低政策成本。

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是潜在的对于政策评价的重要调节机制。调查人
员研究设计了量表来询问受访者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１ － ５级
量表），变量从很不信任（１）到很信任（５）。图４ （ｃ）和图４ （ｄ）分别呈现
了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信任与政策特征的交叉效应。

政府回应性、利己收益、互惠收益、利他收益等与地方政府信任的交叉项
并不显著，这表明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并非有效的调节机制。与地方政府
信任类似，当公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高时，政策利己收益和互惠收益对于政策
评价并未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当公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高时，首都空气质量
改善会显著提高公众对于清洁能源政策的评价，表明中央政府信任是利他收益
效果的重要调节变量，增加了利他收益对政策评价的正向作用。实验结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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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研究假设４。

�����

�*=B

��/!BF

����

NF/!BF

��� ��� ��� � �� �� ��

'���0��E�+��

�����

�*=B

��/!BF

����

NF/!BF

��� ���� � ��� ��

'���0��E�+��

�����

�*=B

��/!BF

����

NF/!BF

��� ��� � �� ��

'���0��E�+��

�����

�*=B

��/!BF

����

NF/!BF

��� ��� � �� ��

'���0��E�+��

UDU������ UEU������

UCU����UBU�3���

�����f�=�KJ

�����f�=�KJ
�����f�=�KJ
�����f�=�KJ

��/!BFf�=�KJ

����f�=�KJ

NF/!BF�f�=�KJ

�����f������

�����f������
�����f������
�����f������

��/!BFf������

����f������

NF/!BFf������

�����f�!�KM(

�����f�!�KM(
�����f�!�KM(
�����f�!�KM(

��/!BFf�!�KM(

����f�!�KM(

NF/!BF�f�!�KM(

�����f������

�����f������
�����f������
�����f������

��/!BFf������

����f������

NF/!BF�f������

图４　 调节机制
注：圆点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
站在弥合政策执行与评估、探究公众政策评价的研究视阈下，本研究论证

了政策收益和政府回应两者共同影响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众政策评价。政府
回应显著地提高了公众政策评价，在政策收益方面，利他、互惠、利己维度在
促进公众政策评价的正向影响方面呈现由低到高的谱系。进一步地，研究识别
了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具体机制：政府回应显著增加政策利他收益对于公众政
策评价的作用；政策执行时长会削弱公众在政策评价中的互惠倾向；正向政策
宣传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补贴作用，削弱公众利己收益考虑；中央政府信
任会显著增加政策利他收益对于公众政策评价的作用。

本文的结论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在形塑公众
政策评价中的真实作用，并通过优化政府行为来促进人民群众在政策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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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获得感，以取得较好的公众政策评价和相对更满意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
本研究结论有如下实践内涵：一是对地方政府而言，提升自身在实施政策时对
公众问题的回应，可有效增强目标群体的政策收益对政策评价的正面影响，而
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则可削弱公众的利己收益考量作用，提升公众对政策改革的
理解与遵从。二是政策实施周期是政府精细化执行过程中应关注的重要维度，
这意味着政府行为的改善不仅要持续且尤其应在政策执行后期予以更多关注。
三是鉴于全面深化改革将涉及诸多再分配型政策实施，政策收益中利己收益的
提升有限，利他和互惠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各类影响因素须得到各级政府
重视。

本文在理论和研究设计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研究贡献。在理论层面，
本文从政策执行互动的视角切入来理解公众政策评价问题。研究提出政策收益
和政府回应两类潜在影响公众政策评价的要素，以及如何通过政府治理行为来
调节公众政策评价的路径，贡献了公众政策评价相关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关
注个体政策收益的单一维度，本研究将涉及公众的多类政策收益，包括利己、
利他和互惠维度纳入到同一个研究框架中予以分析，扩展政策收益的相关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用了联合实验设计来解决传统观测研究中公众评价时
会隐藏其自身真实偏好或想法的问题。研究采用的构造虚拟政策评价方案的方
式可以更真实地揭示公众偏好与态度和进行因果效应识别，并且调研员入户协
助受访人填写问卷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问卷质量。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同时接受政策信息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信息而采取
行动。不仅政策内容会改变人们的偏好和对利益的感知，而且在公共政策的实
施过程中，政府行动也塑造了公众的信念和愿望、公众看待事务的方式，以及
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所采取的行动。对许多公共政策受众而言，与执行代理机
构的互动为其提供了与政府打交道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直接经验，影响了公众
对政策的理解与政策效果的期望。此外，公众政策评价也会对政策制定和执行
产生重要的反向影响。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与公众的互动及公众态度的反馈，
与政策结果和政策变迁有着直接关联。倘若政府可科学识别公众政策评价并通
过政府行为来改善评价，或可使得大量改革置于多次政策动态调整和多轮重复
博弈的情境下得以长期优化。更有主动性的政策执行与丰富的公众政策反馈互
动或可酝酿出新的决策起点。理论研究者们也可重新审视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
理解这些环节在整个政策过程大周期中的枢纽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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